周氏冥通記淺說（代前言）

天監十五年（516）十月二十七日陶弘景（456-536）的弟子周子良（497-516）忽然去世，年僅二十，事後清理遺物，發現許多與真靈溝通的文字記錄；陶弘景將這些材料整理編次，詳細注釋，附上自己撰寫的周子良傳記，呈遞給梁武帝，並獲得梁武帝批答認可；所有材料合並在一起，即是四卷本的周氏冥通記。

一、周子良其人

周子良是陶弘景天監七年至十一年，化名王整出遊期間[footnoteRef:0]，天監七年（508）在永寧縣天師治堂收留的弟子。這一段情節在本書卷一有詳細敘述： [0: 陶弘景天監七年之化名出遊，乃是受梁武帝逼迫所致，前後因果可詳拙著陶弘景叢考。] 


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青嶂山。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海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江，而潮來掣船，直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上東陽；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憇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伏節為弟子。

根據本書後文，周子良乃是陶弘景的“衣食弟子”[footnoteRef:1]，不了解這個詞彙的準確定義，但通觀全書，隱約能看出，周子良在茅山獲得的照拂和自由度，較一般弟子為高。周甚至提出在梁武帝為陶弘景構築的朱陽館之側，單獨修建屋舍的要求，陶弘景慨然應允，并“自為看地，給錢一萬”，贊助其事。只是因為招到其他道士的反對，原計劃“三間堂、東西廂各二間”，僅成“三間堂屋而已”[footnoteRef:2]。 [1: 見本書卷四陶弘景小字注釋：“其從來為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似乎是由老師負責食住]  [2: 上述情節見本書卷四。按，陶弘景在茅山的地位不容置疑，從本書透露的信息來看，周子良建屋舍的要求已獲得陶弘景批准，而居然招致“道士心未善者互興言說”，并最終沒有按計劃完成。可見此事之不尋常，也由此折射出陶弘景對周子良之寵愛和縱容。] 

在陶弘景看來，他與周子良之間可能存在“宿世因緣”，本書並沒有這樣的暗示[footnoteRef:3]，相關線索見於陶弘景的另一部著作。 [3: 周氏冥通記所言周子良的前世，完全不涉及與蕭鏗、陶弘景的糾葛，此另有原因。蓋周氏冥通記以梁武帝為擬定的讀者對象，梁武帝心多疑忌，如陶弘景叢考所揭示，陶弘景與梁武帝打交道，處處小心，以免對方猜疑，本次進呈周氏冥通記也不例外。] 

[bookmark: _GoBack]齊建元四年（482）陶弘景除宜都王蕭鏗侍讀，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云：

世祖即位，以振武將軍起侍宜都王侍讀。齊世侍讀任皆總知記室手筆事，選須有文才者。先生于吉凶內外儀禮表章，爰及箋疏啟牒，莫不絕眾，數王書佐、典書皆承授以為准格。諸侍讀多有慚憚，頗致讒嫉，先生亦任之，不以介意。

蕭鏗年齡雖小，與陶弘景感情則深。永明十年（492）陶弘景辭官隱居，次年蕭鏗為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出鎮姑熟，華陽陶隱居內傳云：“（陶弘景）常題桐葉作詩寄宜都王，其末云：願為雙白羽，長拂輿前塵。”不久齊明帝蕭鸞即位，改元建武（494），誅殺高、武、文惠諸子，是年十一月，蕭鏗罹害，年僅十八。據華陽陶隱居內傳引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佚文，當蕭鏗被害之時，陶弘景在茅山有特殊之“感應”：

延興之末，例非天命。先生以十一月十八日忽夢王云云。先生眠覺，悲怛驚怪，明日使人出都參訪，云（王）以此月十日致斃矣。

南史卷四十三齊高帝諸子傳對此事件還有更進一步的引申：

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footnoteRef:4] [4: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七亦有此，文字略同，標出處為夢記。如果出處標註無誤，這段故事已經被陶弘景載入夢記中。] 


另據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陶弘景確實著有夢記一卷，小字注釋說：“此一記，先生自記所夢徵想事，不以示人。”本起錄是從子陶翊在陶弘景生前所著，應該可信，則夢記之作與蕭鏗有關，無可疑義矣。推算時間，蕭鏗卒於建武元年（494）十一月十日，周子良生於建武四年（497）正月初二日，正好符合“後三年當生某家”的預言。這究竟是“冥中定數”，還是偶然巧合，甚或是陶弘景故弄玄虛，不得而知，但周子良與蕭鏗在時間上的“生死相續”[footnoteRef:5]，確實可能成為陶弘景對周子良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 [5: 有意思的是，這種生死相續的“宿世因緣”似乎還可以往前追溯。陶弘景少年時交往的朋友劉俁，曾經與陶弘景“共味而食，同車而遊”，昇明元年（477）遇害，是年蕭鏗出生，也幾乎是“生死相續”。] 


二、通靈故事梗概

按照陶弘景陳述，從天監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夏至開始，便有真靈以“入夢”或“現身”的方式，與周子良溝通。直到次年周子良去世，周圍的人，包括陶弘景和周子良的姨母在內，對周子良接真之事基本無所知覺。周子良接真時，在真靈的授意或默許下，留下一份文字記錄，經陶弘景整理，成為本書。
真靈降臨有兩種方式，陶弘景解釋：“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為坐為臥耳。”書末統計：“合一百九條。六十三條云見，四十六條云夢。”[footnoteRef:6]偶然也有“夢”與“見”穿插交錯的情況，如十四年六月九日： [6: 麥谷譯注本根據實數統計，全書云“見”五十七條，云“夢”五十二條，與陶弘景說“六十三條云見，四十六條云夢”有所出入。]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子良曰：“若披罩紫蓋，遊適偃房者，神仙之漸也。”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真人，爾未宜見之，故遙相告爾。”

冥通記的主線非常簡單，故事一開始即由保命府丞趙威伯告訴周子良，保命府缺員，擬以周為保籍丞，明年十月到任，請早做準備。并威脅說：“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周子良表示接受任命[footnoteRef:7]。 [7: 按照十四年七月十一日降辭，周子良已經“刻名仙簡，為保晨司”，仙班上調，不再是保籍丞了。] 

至於周子良被選中成仙的本末因緣，則穿插在故事中間。十四年六月一日紫陽童告，周子良宿世已生周家，乃是周紫陽之“餘嗣”，今生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任袠神府”。同月十九日易遷右嬪劉夫人詳告云：

爾生周逵家時，已應得道，為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以此事諮定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為宣說，令知源由耳。

在周子良“升仙”以前的一年多時間裡，各路神仙依次出場，由此展開情節。
有神仙負責傳授修煉方法。洪先生傳授“伺北斗二星法”，陶弘景通過注釋特別指出，此法乃“出方諸洞經中”，周子良從未寓目[footnoteRef:8]。又由華陽童宣茅定錄旨意，授太霄隱書玄真內訣。待到後文茅定錄親自出場，與周子良有如下對話： [8: 陶弘景注釋說：“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議求請。”] 


定錄君曰：“前遣景上期授子玄真內訣，遂未修之邪？”子良曰：“蒙賜玄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好，得益遲；修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

借神仙之口評騭人物。如說陶弘景有美志，議論其才識，“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談論姨母的身體狀況，“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預言茅山諸修行人的成就，“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具體來說：陶弘景“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沖等也”；姨母“乃得無大過，但令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周子良“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驎”。
又宣說修真禁忌。開篇范帥教訓周子良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扌+䜌屐，橫扌+䜌屐則邪不畏人。”陶弘景注釋說：“科戒云‘上床脫履，令正背床’，蓋為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狀如小單衣法，亦不得露髻寢也。”表示范帥之說確有依據。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夜范帥來，慎重告誡說：“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慎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相報爾。”這是宣說肉食禁忌，陶弘景在注釋中對此表示支持，并進一步發揮說：“（食肉）既吞噬眾生，理乖慈育之氣，涉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為體，一向絕之。”
而更主要者，則是對周子良參與的人間各類活動作出指導，與陶弘景的注釋相參，可以了解這些真實事件的前因後果。
比如周子良因為畫符不用心遭到姨母惡意咒罵：“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汝已不得供養，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為？”周心中憤憤，“意色極不好”，即得華陽童降告云：“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即沐浴，此為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不降，邪氣侵人。”這裡既有勸慰，又提供具體解除方法。
又如，十四年六月間，因為天旱，陶弘景與周子良一起上章求雨，二十一日保命府趙丞遣黃元平回應此事，指出陶弘景操作有誤，有云：“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據陶弘景注釋：“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二十日晴後，共周於靜中奏之。”周子良得到黃元平的指示以後，“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廷壇自奏”，於是終於獲得一場好雨。
還有一系列重要事件亦復如是。天監十四年四月，陶弘景夢見自己將被召上賓，夢中聽聞有人說“宮府已整，唯作印未成”，心意頗惡，乃由姨母和潘淵文貝+危請，希望暫緩；此事的處理意見也是通過周子良在冥中獲得，并奉命轉告陶弘景。七月十三日降辭主要說此：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至太元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申少時。”子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為定。”趙丞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問：“召為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為，此位既仙，陶當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

從周子良留下的記錄來看，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開始有真靈來降，六月、七月來往頻密，記錄亦完整；八月以後至當年末，降臨亦多，但僅有提要，而沒有詳細記錄；十五年正月至七月，提要也十分簡略；八月至十月二十七日去世，此三月間完全沒有記錄。陶弘景總結說：“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入今年來，月月所記自疏簡，未知是不復悉記，為時近致希邪。”
通靈故事以周子良去世告結束。周子良生命的最後三個月，因為沒有留下通靈記錄，故完全不了解他與真靈溝通的情況。至於周子良去世當日的場景，只能由陶弘景在傳記中，以“凡人之視角”進行敘述，故看不到通靈的痕跡。

三、周氏冥通記與真誥

以“通靈”的形式與真靈溝通當然不是上清派首創，但自楊羲、許謐採用此法接真，尤其是降真行為中遺留的文字信息經陶弘景整理為真誥之後，至少陶弘景時代，在上清派內部，甚至社會一般階層，都視降真為與真靈溝通的正常方式。因此，在周氏冥通記中周子良以這樣的方式與真靈交流，對教內外的旁觀者來說，並無意外之處。陶弘景也是按照真誥體例整理周子良通靈所獲得的降辭，由此拉近本書與真誥的距離。
如前所述，真靈現身有“見”和“夢”兩種情況，真誥也是如此。但真誥中多數降靈場景存在旁觀者，“見”的觀眾認可度顯然較高，故以“見”為主，情節描述更為生動。如真誥卷一興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夜諸女真降臨：

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倶來。神女着雲錦䙱，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緑繍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黄色，更相參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朗室内，如日中映視雲母形也。雲髮鬒鬢，整頓絶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着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一二寸許，以盛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

冥通記沒有現場觀眾，但仍以“見”為主。一者是模擬真誥的慣性；另一方面，結合文本閱讀者的自身體驗，“見”也許比“夢”具有更高的取信度。如卷二天監十四年六月十九日五位女真來降，同行有侍女八人，模擬真誥而稍簡略：

又有八侍女。一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人腰各帶大符，符方一尺許，黑書青素上；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合執之，函中有囊，囊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板上字極細不可識。並皆䌝綾衣，紫絳為腰帶也。

真誥記夢較少，主要見於卷十七握真輔，楊羲在致許謐的書函中敘述夢境，詳略不等，如云：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倶座，不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真人周君倶來，坐一床。因見玉斧與真人周君語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曰‘以真問仙，不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爾。”言未絶，周君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吳傖之交，而有限隔耳。君乃真人也，且已大有所稟，將用守一何爲耶？”言訖，豁然而覺，竟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記之。

冥通記中，“夢”的出現次數較真誥為多，大致通靈早期以“見”為主，後期以“夢”為主，“夢”之多數與出遊有關。陶弘景說：“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這種所謂“神遊”，描述起來當然以夢境為方便。如：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錄來於朱陽，見攜到司命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軿，從二十餘玉女，語定錄云：“司命、紫陽正相遲塵生，今來亦是其冥。”定錄答語。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飄然而行耳。到司命門，即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非可具記。

作為茅山弟子，周子良當然熟悉真誥，如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夜范帥降臨，指壁上桃竹湯方問：“卿那得？”周子良回答：“寫真誥中得。”周子良對真靈降辭的記錄格式也與真誥相似，比如十四年六月降辭的篇首，據陶弘景注釋，“凡此，端皆題紙背作‘乙未年’”，意即紙張的背面寫有“乙未年”字樣。按，真誥也有這樣的習慣，如卷十一小字注釋說：“‘歳乙丑’，此一行本題紙背。”
陶弘景在注釋中並不諱言冥通記與真誥之間的聯繫，他甚至特別拈出與真誥的一致性，以證實周子良之冥通，乃是楊許之後的第二次接真[footnoteRef:9]。如六月十二日中嶽真人馮君、蕭閑堂主張君、中嶽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玉童五人來降，各自吟詩，陶弘景注釋說：“夫仙真詩詠才辭，通皆相類，真誥中有此甚多，亦無相越者。” [9: 所以陶弘景在卷一說：“此記中多有真仙諱字，并諸教戒，便同依經誥之例，皆須淨案淨巾，沐浴燒香乃看之。若欲傳寫，亦應先關告眾真及玄人，不得皆悠悠外書記也。”即希望讀者將這本周氏冥通記與真誥等量齊觀。] 

本書所構建的神靈世界、出場的真靈，基本源於真誥，屬於茅山上清派體系，所以陶弘景注釋降真人物，乃以真誥之有無為常例。尤其可注意的是，在冥通記中出場的真誥人物，身份背景、性格特征皆符合真誥中的原始設定。如本書卷四云：

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為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為水母，乃可愁矣。夫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思議。此九六之災顯矣，人誰知之。”

張理禁見於真誥卷十三：“張玄賓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事師西河薊公，服朮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遯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來華陽內爲理禁伯，理禁伯主諸水雨官也。”又說：“此人善能論空無，乃談士。常執本無理云：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焉，無無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顯然，冥通記中張理禁“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之論，符合真誥介紹張理禁“善能論空無”的性格特征，故陶弘景注釋說：“張既善談虛無，每語輒入斯境。”

四、成書與流傳

按照陶弘景描述的周子良死亡場景，屬於預尅亡日，偃然解化，陶弘景在周子良逝世後遂有所感悟，於是各處尋求周子良留下的遺跡，經過一番曲折，終於有所收穫，卷一云：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師既惋慨此事，追恨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庶覩遺記，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心猶未弭。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崎嶽鈎取，拜請將還，開視，即是從來受旨。

封函內即是周子良留下的接真記錄，原始狀態為“散紙雜糅”，經陶弘景仔細清點，共有雜色紙張六十五番，字體“或真或草行”。按時間排列，則“（天監十四年）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十五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略舉事端稱云而已”。至於天監十五年“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
陶弘景用整理真誥的辦法，依時間順序對這些記錄加以編次注釋，還特別註明所用紙張的信息，以顯示嚴謹慎重。在編著周氏冥通記的同時，陶弘景又將周子良“在世事迹，共所聞見”者，撰成周子良傳一篇，與冥通記合訂為四卷。
周子良傳放在最前，即傳所說：“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記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天監十四年五月降辭僅有四條，篇幅較少，與周子良傳共同構成卷一；卷二為六月份的降辭；卷三是七月份的降辭；卷四則是天監十四年五月至十五年七月降辭摘要。四卷定本於天監十六年十二月進呈梁武帝，陶弘景奏請啟事云：

臣弘景啟：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啟聞。今謹撰事跡，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障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啟。十二月十六日。

梁武帝審查認可，批復說：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一，唯增讚歎。十二月二十日。

後人[footnoteRef:10]把這段批答也收入周氏冥通記，如道藏本將之安排在周子良傳之後。所以，今天所見的周氏冥通記，其實包括三個部分：周子良傳、陶弘景進呈啟事與梁武帝批答、冥通記本文。 [10: 研究陶弘景進周氏冥通記啟，有一處細節或許提示周氏冥通記最終成書情況。道藏本首句為“臣弘景啟”，而秘冊匯函本首句為“某啟”，後面的內容皆一樣。顯然，“臣弘景啟”是正式奏章的格式，而“某啟”是草稿中的狀態。當然不是這份君臣問答存在兩個版本，接近情理的解釋應該是，這份問答的原初狀態是“某啟”，在後來傳寫過程中，被替換成了“臣弘景啟”。因為很難設想，如果原初狀態就是“臣弘景啟”，傳寫中會被省略成“某啟”。如果這一推論成立，那麼這一份君臣對答，應該是保留在茅山的文書資料，而非梁朝宮廷的官方檔案。由此，將這段君臣對答收錄在周氏冥通記中，更像是茅山教團的主張，甚至就是陶弘景的主張；進一步言之，很可能就在陶弘景生前已將周氏冥通記編成現在這個樣子，并讓其流通。所以，正文雖然說“後人”云云，其實可能就是陶弘景本人所為。作為旁證，道藏本梁武帝詔答之末，小字批註“神筆”二字，從行文語氣看，顯然是茅山方面特別標註詔敕為梁武帝手書。作為題外之論，還可以聯想到收入法書要錄卷二中的那一組梁武帝與陶弘景之間關於書法的往來信函，即論書啟，最初恐怕也是由茅山道團所保存。] 

周氏冥通記體例嚴密，內容可以前後互參，用書中的各種線索來校驗道藏中的四卷本，除極少數錯簡、衍誤外，應該沒有重大脫漏缺訛，基本保持陶弘景原著的面貌。至於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著錄周氏冥通記一卷，唐書經籍志亦作一卷，崇文總目作三卷，恐怕都是後世傳寫卷帙分配有所出入，當以四卷為正。
除道藏本外，秘冊匯函也收錄周氏冥通記四卷，題“梁陶弘景撰，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此本卷三錯簡與道藏本同，應出於同一版本係統，但經沈士龍、胡震亨校勘，與道藏本有四處較大不同：“陶貞白進周氏冥通記啟”和“梁武帝詔答”冠卷一以前，居全書之首；卷一周子良傳之末，缺“不得不說所可指的”至“右此追記憶見其經有此諸異事二條”一大段，大字四百餘，小字近三百；卷四正月十一日降辭，刪去道藏本所衍“又云見取何意頓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十八字；卷四第十七頁開始至卷末版面順序謬誤。津逮秘書亦收有周氏冥通記四卷，行格與秘冊匯函全同，但脫漏篇首之“陶貞白進周氏冥通記啟”和“梁武帝詔答”，并將題名改為“梁陶弘景撰，明胡震亨、毛晉同訂”，卷一脫缺及卷四版面錯謬與秘冊匯函同。
唐宋叢書亦刻有周氏冥通記四卷[footnoteRef:11]，題“梁陶弘景”。此本特征：缺“陶貞白進周氏冥通記啟”和“梁武帝詔答”；卷一周子良傳之末，同樣缺“不得不說所可指的”至“右此追記憶見其經有此諸異事二條”一大段，大字四百餘，小字近三百；秘冊匯函、津逮秘書本之缺字、墨丁處[footnoteRef:12]，唐宋叢書本皆完整；卷四正月十一日降辭無衍文；卷四最後數頁次序無誤。如此看來，唐宋叢書本似用津逮秘書本進一步校訂而成者。 [11: 中國叢書綜錄將唐宋叢書本歸在冥通記一卷本系列，顯然有誤。]  [12: 如秘冊匯函本卷一第一頁背面末三行，行中各缺1-2字不等，第三頁背面倒數第二行有墨丁，與道藏本對勘，所缺為“於仙屋”三字，以上情況津逮秘書本完全相同；唐宋叢書本則與道藏本一樣，無缺字，亦無墨丁。] 

說郛宛委山堂本卷一百十四收錄有冥通記一卷，題“梁陶弘景”。審內容乃是卷一夏至日趙丞降臨之全部文字，起“夏至日未中少許”，訖“便下階而滅”；以及同卷二十七日洪先生降臨之第一段文字，起“二十七日二更中”，訖“子良仍起，襞紙疏之”。其間的小字注釋，除保留“令春是姨母間婢子，劉白是白從子”一句外，全部芟落。通觀這份一卷本的冥通記，乃是從完本中隨意抄取兩段，情節毫不連貫，當屬於質量低劣的節抄本。五朝小說大觀、舊小說中收錄的一卷本冥通記皆是此本。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麥谷邦夫在周氏冥通記研究（譯註篇）凡例中說，以上海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為底本，“當字句有異同時，參照宮內廳所藏正統道藏、學津討原本、津逮秘書本等修正”。但檢索學津討原目錄，該叢書中有真誥，而沒有周氏冥通記；中國叢書綜錄之周氏冥通記條，也沒有提到該書存在於學津討原中。限於條件，宮內廳所藏學津討原本周氏冥通記未能寓目，從麥谷本校勘記使用學津討原本的情況來看，僅卷一有兩處用到此本：夏至日降辭“又曰中食亦足”，道藏本“曰”作“日”，據學津討原本正。按，此處秘冊匯函、津逮秘書、唐宋叢書皆作“曰”，沒有特征性。同日夕三更降辭，“二君并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錄弟守保命”，其中“兄守”，道藏本作“兄弟”，據學津討原本將“弟”改為“守”。按，此處秘冊匯函、津逮秘書亦作“兄弟”，而唐宋叢書作“兄守”，與麥谷邦夫所見宮內廳藏學津討原本一致。因此，懷疑所謂“宮內廳藏學津討原本周氏冥通記”，或許是唐宋叢書本，誤標為學津討原本者。

五、周氏冥通記對後世之影響

就宗教意義而言，周氏冥通記的性質與真誥相類，但影響遠遠不及真誥。冥通記中新出現的神靈，并沒有被增補到真靈位業圖、續仙傳、神仙感遇傳、三洞群仙錄、歷世真仙體道通鑒這類仙真傳記中[footnoteRef:13]；降辭中的詩歌，也沒有被張君房收入雲笈七籖；甚至在正統道藏中，周氏冥通記被安排在洞真部記傳類，與華陽陶隱居內傳、桓真人升仙記、紫陽真人內傳毗鄰。 [13: 所謂新出現的真靈，指周氏冥通記中標註為“真誥無”的那些真靈，如景上期、黃元平等，此意味著這些道教文獻沒有認可這些人物的“神格”。至於周子良本人，在三洞群仙錄中有提到，卷八“子良青簡”句注釋說：“真誥：周子良，陶隱居之弟子，自幼溫雅，肅然高邁。天監中，真仙屢降其室曰：周生修功積德，可為不負其志矣。子良曰：枉蒙上真賜降，欣懼交心，無以自措。司命君曰：近往東華，見子之名已上青簡，保列保晨司矣。”] 

唯一例外者，周氏冥通記中為陶弘景安排的仙界職位“蓬萊都水監”，竟得到廣泛認可。
收入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的桓真人升仙記是一部有意思的道經，假託陶弘景弟子桓凱於天監元年八月十五日升仙，影射茅山上清派的恩怨[footnoteRef:14]。主人公桓凱其實是陶弘景兩位弟子，桓法闓與周子良的合體，創作時間大約在陶弘景去世以後到唐初。故事借西蜀華蓋山李桓仙君之口評價陶弘景：“陶求真不一，潛神二門，好禪悅佛，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桓凱問仙君，西蜀與茅山之間路途遙遠，如何能夠到達，仙君說： [14: 王世貞讀書後卷七有專條論桓真人升仙記，認為此記“絶似唐末宋初人所作”，時間推定未免較晚，蓋本經對陶弘景頗多貶語，創作時間應該在唐代上清派傳法譜系確立以前。另外，桓真人升仙記的文本其實也有深入分析的必要，陶弘景叢考有初步解析，還可以結合周氏冥通記做更多的研究。] 


吾有通泉地脈靈符，子於今夜沐浴淨身，立華元館中，閉自靜思，令子可到。此去華陽八千里，有大江水府帝君、楊子江、靈川谷、紫金白玉洞，眷屬三千六百人，部領神兵一萬、神龍五條、雷公風伯、雷神使者共五百人。下元水府都統吳越甌閩仙源，蓄水九千萬斛，潮三十六頃，雄師八萬人，雷鼓九百面，壽命十萬歲，與蓬萊都水使者同職。下元與中、上水府皆主管江潮、天下水旱、人間之事。

其中提到“蓬萊都水使者”，是否影射陶弘景的蓬萊都水監，不好斷言，但“蓬萊都水監”的尊號，唐代以前已經流傳外間。太平廣記卷十五引神仙感遇傳“真白先生”條云：“馬樞得道傳云：受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沖、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footnoteRef:15] [15: 馬樞稍晚於陶弘景，活動於梁陳之間，若杜光庭神仙感遇傳引文無誤，則陶弘景去世後不久，其仙階為蓬萊都水監的傳說，已經流傳開來。] 

唐代乃直接將蓬萊都水監作為陶弘景的典故入詩，如歐陽炯大遊仙詩云：

赤城霞起武陵春，桐柏先生解守真。白石橋高曾縱步，朱陽館靜每存神。囊中隱訣多仙術，肘後方書濟俗人。自領蓬萊都水監，只憂滄海變成塵。

蓬萊都水監在宋代則直接出現在官方文件中，據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下引宋宣和封誥云：

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隆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跡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翊教真人。

偶然也有提出不同意見者，如茅山志卷十載第九代宗師陶弘景小傳，雖然尊號中也有“蓬萊都水監”字樣，但在引錄本經“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之後，乃云：“按，此乃乙未年中事，見周氏玄通記，後二十一年先生始去世，仙位當更升也。”是亦不全以蓬萊都水監為然。
關於蓬萊都水監的問題另文討論，此處不再展開。回到周氏冥通記本身，此書在元代漸漸受到重視，劉大彬撰茅山志，將周氏冥通記分為兩部分載入卷九道山冊中，一部分是周真人傳，“隱居撰弟子周子良事行”，一部分是周氏玄通記四卷，“隱居集進弟子周子良感降事”，均屬於“眾真所著經論篇目”之“隱居在山所著書”。茅山志將周氏冥通記[footnoteRef:16]中新出真靈，以及周子良在茅山的遺跡，皆收編入志，卷十三仙曹署篇“保命府丞”標目下有周子良小傳，其略云： [16: 茅山志稱本書為周氏玄通記。] 


周子良字元龢，內諱太玄，字虛靈，永嘉人，隱居高第弟子也。挺命降真，以梁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白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檢集平日真降事跡，類為四卷，進之武皇帝，即周氏玄通記也。記中載二君選為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小而高清為美，後當度名東華，更奏上位，為保晨司，知天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也。

張雨玄品錄卷四，則有更為詳細的周子良傳記：

周子良字元龢，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祖文朗，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緣，早卒；繼父耀旭，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凈光，懷娠五月，夢室中仙聖皆起行，四面來遠己身，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十歲隨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游海嶽，度嶠至永嘉，憩于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時年十二，因求入山，服節為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十一年從還茅嶺，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解住。子良密受靈旨，降真接仙，而隱居未嘗有疑。蓋自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忽爾寢臥彌綸，良久乃起，是為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日跌後，平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料理篋蘊，而永無遺記，十一月甲子旦，因往燕口洞，果得一大函書。遂登崎嶽鉤取，拜請將還，即是從來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紙雜揉，乃依日月次第，類為周氏冥通記四卷。隱居又撰周玄人傳於記前，進之武皇帝。子良蓋三生學道，初生周達家，次生劉偉家。其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故經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虛靈，為保籍丞；後更奏東華為保晨司，而刻名紫玉之簡者矣。眾真降教玄旨，具於本記中也。

儘管明初周氏冥通記以小說的面目被節抄入說郛，但真正被文人看重，成為研究對象，始於黃生義府。
義府詮釋經史子集中的生僻詞彙，附錄見於金石錄、隸釋、水經注中的古碑，和周氏冥通記中的詞彙[footnoteRef:17]。之所以選擇冥通記，黃生說：“冥通記乃陶貞白記其弟子周子良得仙之事，首撰周傳，後並周手疏與諸真問答之語。六朝人手吻奧別，暇日聊為疏之。”可能是受義府影響，佩文韻府大量使用周氏冥通記中的詞例，從而奠定本書“六朝詞彙語料庫”的地位，晚近中文大辭典、漢語大詞典從本書抽取詞例更多，當代關於本書語文學研究的論文也非常豐富。 [17: 周氏冥通記沒有雜廁在子史類中，四庫提要解釋說：“以別教之書綴之卷末，示外之之意焉。”] 

較之語文學研究的火熱，有關周氏冥通記宗教學、文本學研究則相對薄弱，論文、論著皆少。一九九八年四月至二零零零年二月，麥谷邦夫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組織周氏冥通記研究班，研究成果整理為周氏冥通記研究（譯註篇），二零零三年三月由道氣社出版，署名麥谷邦夫、吉川忠夫編，這是本書系統整理開山之作，厥功甚偉。麥谷的著作經劉雄峰翻譯，并附錄“海內外關於周氏冥通記的研究論文”五篇，作為朱越利主編的道教學譯叢之六，二零一零年一月由齊魯書社出版。

六、關於周氏冥通記校釋

我自二零零零年開始陶弘景研究，留心到周氏冥通記，為撰寫陶弘景叢考，作了一些札記，完全沒有整理校釋的打算。二零一二年完成真靈位業圖校理，交稿以後朱立峰老師就希望我做周氏冥通記的校釋，本來就畏難，更兼手邊已經獲得麥谷邦夫先生的譯註本，頗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之感，也就沒有應承；直到次年一月份交出養性延命錄校注，禁不住朱老師一再動員，終於答允下來，斷斷續續用了五年多的時間，才算大功告成。
如前所述，正統道藏中的周氏冥通記就是本書的最優版本，故用作底本；秘冊匯函本與今道藏本大致出於同一版本係統，但經沈士龍、胡震亨校勘，作為參校本；津逮秘書本、唐宋叢書本僅作參考，必要時加以引據；相關段落也參考說郛一卷本。
本書周氏冥通記部分[footnoteRef:18]的文本結構比較特殊，大字正文是周子良記錄的降辭，至於夾注小字，按照陶弘景的敘述，“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是陶弘景用朱筆添加的注釋。但仔細研讀，其中一部分小字所言內容，非陶弘景所能知見，應該是周子良的自注[footnoteRef:19]，這種情況其實仍然是真誥體例，真誥卷十九陶弘景說：“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爲誌別。其墨書細字猶是本文。”刻本中朱書、墨書已混淆無別，但通過上下文場景分析，基本能夠區分，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理解，點校本將懷疑為周子良自注的小字改為楷體，以與陶弘景注釋區別[footnoteRef:20]。 [18: 不包括陶弘景所作周子良傳。]  [19: 這一部分小字也可能不是周子良自注，而是周子良大字原文，被誤抄成小字者。]  [20: 將陶弘景與周子良的注釋加以區分，採納方圓博士建議。] 

注釋部分因考慮本書在宗教學、語言學方面的價值，除按古籍整理之常規擇詞出注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需要說明。（1）詞彙選擇：常規詞彙一般不出注，但漢語大詞典引用本書例句作書證的詞彙，仍拈出注釋，對漢語大詞典的釋詞有不同意見，也在注釋中說明；有些詞彙在宗教語境下，意思與通常義小別，予以注釋；麥谷本對同時見於真誥、登真隱訣的詞彙，均予以拈出，這有助於了解陶弘景的語言習慣，故本書仍之。（2）訓釋與書證：麥谷本僅給出書證，極少訓釋詞彙，本書盡可能解釋詞義；義府在擇詞、釋詞上皆有創見，盡量全文照錄，不同看法附後；書證盡量選擇與本書年代接近的文獻，一般以陶弘景著作優先，其次道經，其次佛書，其次當時代之子史書，其次詩賦。（3）語譯與闡釋：麥谷本有周氏冥通記的白話譯文，本書因叢書體例所限，沒有白話翻譯，但部分理解比較困難的段落、句子，尤其是麥谷本譯文有嚴重錯誤者，也做白話串講，一般用“此句白話言之”引起；此外，一些值得“探微索隱”的問題，如前後呼應之情節，可能隱含深意的句子，也在注釋中加以闡釋。
作為文獻研究應該就到此為止，但從接觸周氏冥通記開始，我就關心降真事件的真實性問題。我有這樣的考慮，如果周氏冥通記如陶弘景所說，完全是周子良“見”和“夢”的記錄，則顯然是心理學、精神病學，當然也是宗教學絕好的研究素材，而不是如麥谷本之齊魯書社中譯本後面附錄的那些討論夢境的泛論；相反，如果是陶弘景作偽，或者部分作偽，需要研究的則是另外一些問題，如作偽動機如何，作偽手法如何，陶弘景想通過本書傳遞的真實思想是什麼。
我一直認為本書陶弘景作偽，在陶弘景叢考中我直接說“冥通記實陶弘景一手炮製”[footnoteRef:21]，但沒有給出理由，後來作登真隱訣輯校，前言中有一條很長的注釋也涉及此事： [21: 陶弘景叢考，第33頁。] 


我進一步認為，陶弘景在天監十六年（五一七）向梁武帝呈送周氏冥通記，是陶弘景思想轉變的重要標誌。在此之前，他以極其虔誠的心思搜集楊許真跡，注釋真誥、編纂登真隱訣，因為他確切地相信，這些經書是南嶽夫人等“上真”以降授的方式，傳授給楊羲及許謐、許翽父子的“仙界”信息。我不同意胡適在陶弘景的真誥考中認為真誥中的降辭是陶弘景偽造的觀點（參陶弘景叢考第二零八-二一九頁），但周氏冥通記則確實是陶弘景編造弟子周子良接真通神的故事，然後模仿真誥的體例杜撰而成。陶弘景這樣做當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但不論如何，他編造周氏冥通記，表明他已經明白當年楊許“接真”的真相。在此情況下，我不以為陶弘景還有任何心思，繼續“虔誠”地修訂真誥或者登真隱訣。因此，我傾向於以天監十六年為陶弘景所有道教著作的成書下限。[footnoteRef:22] [22: 登真隱訣輯校，前言，第5頁。] 


朱立峰老師在編輯登真隱訣輯校時注意到這條注釋，他來信說：

您在前言的第二個小注裡面提到，“他編造周氏冥通記，表明他已經明白當年楊許‘接真’的真相”，是他“思想轉變的重要標誌”。請問：明白“真相”是指什麼？難道說作為道教人士的陶弘景認識到接真通神是假的？我沒有您的陶弘景叢考一書，所以不暸解您具體什麼意思，很感興趣，所以請指教。

我當時有長篇回答，現在看來，也可以算是這段注釋的“注釋”：

這是“藏在”前言中的一項推論，因為我還沒有正式組織論文，所以想作為一條小注，順便在此第一次披露，今後我會專門證明。以下介紹相關背景情況。（1）如您瞭解，真誥是楊許降靈接真的記錄文本，以及其他散在的接真“材料”。此前顧歡編過真跡或真授，陶弘景不滿意於顧歡的工作，於是重新編輯，這便是真誥。（2）話分兩頭，作為研究者，我在陶弘景叢考中認為，楊許在茅山的“降靈會”，不是特殊宗教狀態下的“通靈”體驗（儘管我認同宗教體驗，但我絕不認為楊許之所作所為是宗教體驗），而是楊許出於政治動機、經濟目的等，玩弄的“一套由二許主謀，楊羲負責具體實施的騙局”。該書第三章真誥叢考之第一節都在證明此事。（3）另一方面，陶弘景本人又是如何看待真誥的呢？從真誥乃至登真隱訣中的每一細節，都提示，他是無限相信，並高度接受降真之真實性。所以，他是以無比虔誠地心態對待真誥，對其中前後抵牾的“降辭”，矛盾的人物身份，在注釋中都儘量予以調和。所以，我在該章第四節真誥文獻學研究中，不同意胡適認為真誥是陶弘景偽造的意見。（4）這個時候再看周氏冥通記，叢考中我已經簡單提到，此書是陶弘景為了保全茅山道教，在梁武帝崇佛滅道的政治環境下“編造”出來的。編造的問題，以後修訂陶弘景叢考我還會進一步提出證明，而在寫本書前言的時候，我的思想忽然貫通了——陶弘景不管出於任何動機來“編造”周氏冥通記，如果這一猜測正確的話，陶必然會聯想到，他凝聚半生心血研究和信仰的“降真神學”，也有可能是以同樣的方式“製作”出來的。這是我推想的，不僅基於我對陶弘景的全面研究，而且在事實上，陶弘景道教著作都停止於天監年間，以及後代道教編著桓真人升仙記來誹謗陶弘景，專門揭露陶弘景有“四非”，都可以間接證明，他的信仰經歷此事件以後幻滅。（5）我希望把這個注釋保留下來，無論成為他人深入研究的線索或者批評商榷的靶子，都是好事。

陶弘景叢考到現在都還沒有修訂的打算，既然完成了這本周氏冥通記校釋，征得朱立峰老師的同意，我把關於冥通記文本研究的論文作為本書的附錄。
本書得到眾多師友的幫助和支持，尤其感謝山東大學孫齊博士、劉祖國博士提供意見，賜下資料；深圳飄逸軒主人林榮華先生提供本書多種版本的電子文件；南京大學方圓博士披閱全稿，并提供寶貴意見；涉及周氏冥通記研究（譯註篇）中的日語問題，皆請教魏昆先生、祁小春先生，相關段落承兩先生逐字翻譯，尤多感荷。
麥谷邦夫周氏冥通記研究（譯註篇）是本書第一部正式校勘、注釋、研究專著，厥功甚偉；畢竟篳路藍縷，該書遺憾之處尚多，齊魯書社中文翻譯本錯謬尤多[footnoteRef:23]；本書在麥谷本的基礎上前進一步，對該書欠妥失察之處，多數直接指陳，倘有失敬，作者、譯者其諒之。 [23: 我不通日文，請教方家，始了解麥谷本原版將周氏冥通記翻譯為日文，中譯本本應將麥谷的日文還原為中文，據說麥谷使用的這種古雅日文不太好翻譯，故部分詞句乃是中譯者自作主張以文言譯白話的方式翻譯，往往有麥谷邦夫日譯不錯，而中譯本的白話譯文弄錯的情況。] 



王家葵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於成都


